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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突发事件中的负性偏向：产生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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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网络突发事件的产生和传播中, 人们往往更关注负面信息的加工和传递, 存在负性偏向。本研究依据事

件酝酿、爆发、蔓延阶段的特征, 构建心理机制模型, 通过 3 项研究分别检验了信息内容、信息加工和信息传递中

负性偏向的产生和发展。结果表明, 负性偏向不仅产生于网络突发事件的源头语篇中, 还产生于个体信息加工和人

际信息传递过程, 表现为个体对负性词汇更好的记忆效果及更高的辨别力, 以及网民间对负性信息的选择性传递

和对模糊信息的负性解读。研究有利于认识网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规律, 科学应对舆情危机, 创新网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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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社交媒体及网

络信息传输放大了积聚的社会隐患和矛盾, 造成网

络突发事件频发(Xie et al., 2017), 影响民众心态, 

给国家网络治理带来极大挑战。直观经验和研究均

表 明 , 网 络 突 发 事 件 中存 在 负 性 偏向 (Negativity 

Bias), 例如, 网民更多表达负面情绪、传播负面信息、

采取负面行动(张侃, 2015)。然而, 目前相关领域均

未说明这种偏向如何产生、发展并推动事件演化。

本研究拟构建与网络突发事件发生发展阶段相对

应的心理机制模型, 通过实证研究考察负性偏向的

产生过程和表现, 以期为网络舆情治理提供启示。 

网络突发事件(Network Emergency)一般被界

定为所有网络或现实中发生的、引起网民高度关注

和网络参与, 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 其性

质为负面(陈业华, 张晓倩, 2018; 阳长征, 2020; 叶

金珠, 余廉, 2012; 张侃, 2015)。突发(公共)事件指

由突然发生的社会现象引发、牵动社会群体大面积

参与、具有强烈争议或质疑的热点事件, 其涉及政

治、经济、公共卫生、娱乐、教育、法律等方面(刘

小洋, 何道兵, 2019; Panagiotopoulos et al., 2016; 

Xie et al., 2017)。作为交叉领域的研究热点, 不同

学科在网络突发事件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各有偏

重。信息科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多借助建模、

仿真、文本分析等方法探讨相应事件信息的时空演

变规律。例如 , 陈业华和张晓倩 (2018)基于 SIR 

(Susceptible Infected Recovered)传染病模型建立了

网络突发事件中网民的情感传递模型; Tadić 等人

(2017)构建仿真模型, 模拟了 Myspace 中情绪的演

化过程; 毛太田等(2019)通过情感分析、微博话题挖

掘、关键词提取等技术对网络突发事件的传播特征

进行了分析。新闻传播学则更注重收集实际传播数

据和案例进行过程性分析。例如, 荣荣和舒仁(2017)

选取新浪微博数据, 使用定性方法分析描述了微博

意见领袖的群体特征及舆论表达特点。上述研究均

基于对过往网络突发事件的回溯, 揭示了这些事件

中展现出的“物理”规律(如热度、转发率等), 推进

了我们对网络突发事件的理解。然而, 研究者却忽

略了网络突发事件传播中非常关键的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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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少有研究, 但心理因素实际上在网络突发

事件发生发展的多个层面起作用：一是在个体心理

方面, 人们的认知加工方式(尤其是其中的非理性

成分)可能影响网络突发事件信息的加工与传播(阳

长征, 2020)。例如, 人们信息搜索时会忽视与自己

观点不一致的信息而选择一致的信息(Fischer et al., 

2005)。二是在群体心理方面, 网络突发事件中可能

出现特定的群体心理, 并影响网络行为。例如, 王

欢(2003)探讨了“非典”事件群体恐慌心理的成因; 

王田(2017)以“东莞挺住”事件为例说明了网络群体

极化现象。可见, 心理机制是网络突发事件研究中

重要却有所缺失的一面, 目前只有少数案例性研究, 

缺乏旨在揭示普遍性因果规律的实验研究。 

网络突发事件作为文化进化的特例, 遵循负性

偏向心理机制。文化进化理论中的“文化”泛指影响

个体行为的信息, 其通过传授、模仿或其他形式的

社会传递从他者获得, 遵循和生物进化相似的方式

演化(Mesoudi, 2015); 而网络突发事件从爆发到演

化也体现为网络信息的传递过程, 因此, 网络突发

事件可视为文化进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所以, 以往

文化进化研究(Bebbington et al., 2017; Eriksson & 

Coultas, 2014; Stubbersfield et al., 2017)中被广泛证

实的负性偏向心理机制也可能在网络突发事件中

起到关键作用。负性偏向是指动物和人类在先天倾

向和后天经验基础上存在的一种普遍性偏差, 即给

予负性事物(如事件、客体)更大的权重, 并在注意、

记忆、情绪、决策等方面遵循“坏比好重要”的心理

原则(Baumeister et al., 2001; Rozin & Royzman, 

2001)。目前国内仅有零星案例描述了突发事件中

的负性偏向(陈旭辉 等, 2017), 尚缺乏专门刻画其

在网络突发事件中产生和表现的实证研究。 

依照网络突发事件从无到有的发生发展过程, 

可将其划分为三个紧密联系的阶段：酝酿期, 体现

为社会现实问题形成初始事件并在网络中形成表

达(张侃, 2015); 爆发期, 体现为某话题瞬间引起广

泛关注, 产生社会影响; 蔓延期, 指初始事件像病

毒一样在网络中传播、流行, 社会影响扩大(叶金珠, 

余廉, 2012)。依据三个阶段的特点、文献和理论思

考, 我们提出了有关网络突发事件中负性偏向产生

和发展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是心理机制模型, 关心

的是网络突发事件各阶段中人对信息的加工及所

产生的偏差的实质和表现; 而非单一事件的生命周

期演化和信息效价的连续变化。以正负性信息的分

布比例作为刻画负性偏向的操作指标, 可画出图 1

所示的模型并提出 3 个假设： 

首先 , 网络突发事件酝酿期产生信息内容偏

差。现实中, 网络突发事件常始于某篇“热文”。例

如, 2016 年末一篇名为《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 

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 NO！》的网文引发了“中关

村二小霸凌事件”; 2018 年《疫苗之王》一文刷爆朋

友圈, 引发“长生疫苗事件”。这些最早出现的、反

映负面社会问题的“热文”是网络突发事件爆发的 

 

 
 

图 1  网络突发事件中负性偏向产生和发展的构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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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火索, 可称之为源头语篇。既然与相应的正性刺

激相比, 负性刺激更加精细、丰富、多样且具分化

性(Rozin & Royzman, 2001), 民众在社交媒体中也

会更多地进行负面情绪化表达(党明辉, 2017), 这

些源头语篇是否以负性词汇为主表达负性情感？

是否比其他类型的热文包含了更多的负性词汇？

目前尚无研究回答此类问题。为此, 本研究提出假

设 1：网络突发事件源头语篇的负性情绪词汇占比

高于正性词汇(1a), 而且也高于其他网文(1b), 存

在信息内容偏差。我们拟采用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研

究中经典的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法进行文本分析

研究(汪静莹 等, 2016), 以检验该假设。 

其次 , 网络突发事件爆发期产生信息加工偏

差。网络突发事件爆发时, 网民通过注意、编码、

存储、提取等过程对源头语篇进行信息加工, 进而

展开关注、点赞、收藏、评论等行为。这一过程中

负性偏向可体现为 3 个方面。第一, 个体对负性词

汇的记忆效果更好。即与正性词汇相比, 个体对负

性词汇的再认正确率更高。第二, 个体对负性词汇

的辨别力(A')更强。即个体能精准识别特定的负性

词汇是否存在于某网络语篇中。A'值越大, 辨别力

越高。第三, 个体对负性词汇的判断标准(B'')更宽

松。即在记忆模糊时, 个体倾向于将所有负性词汇

判断为在文中出现过。一般 B'' > 1 代表判断标准较

严格, B'' ≈ 1, 说明标准不严也不松(郭秀艳, 2019, 

p.244−255)。以往有关信息加工中负性偏向的研究

大多基于正、负性词汇的记忆实验, 或者发现负性

词汇再认效果好, 却未采用信号检测论方法提供辨

别 力 和 判 断 标 准 上 的 差 异 (Dijksterhuis & Aarts, 

2003; Kätsyri et al., 2016; Labiouse, 2004); 或者发

现个体对负性词汇的判断标准更宽松, 却不关心词

汇整体记忆效果和辨别力的问题(朱永泽 等, 2014; 

Liu et al., 2014)。此外, 这些研究大多以脱离语境的

词汇为实验材料, 鲜有研究探讨语篇中词汇的记忆

问题。真实的网络突发事件信息加工时负性偏向如

何表现, 尚不得而知。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2：个

体对网络突发事件源头语篇负性词汇存在信息加

工优势, 产生了负性偏向。本研究将以真实的网络

突发事件源头语篇作为实验材料展开记忆实验, 并

依据信号检测论指标进行分析, 以检验该假设。 

最后 , 网络突发事件蔓延期产生信息传递偏

差。网络突发事件爆发后, 源头语篇通过转发、分

享在网民间不断蔓延和演化。依据文化进化理论, 

个体有偏爱并传递负性消息的本能(Bebbington et 

al., 2017), 因此, 网络突发事件中的负面信息会获

得更多传递机会, 产生负性偏向。当前, 舆情演化

作为网络突发事件研究的热点, 多基于点赞、转发

等外显指标, 通过数理建模、仿真模拟分析群体网

络的时空演化规律(刘小洋, 何道兵, 2019; 刘志明, 

刘鲁, 2013; Tadić et al., 2017), 无法说明网民间的

观点和情绪如何感染、传递。文化进化研究的“传

递链实验范式”通过模拟信息传递中的序列变化过

程, 可以精细刻画信息传递过程。早在 1932 年, 心

理学家 Bartlett (1932)就通过这种方法形象地展示

了记忆材料在人际传递时发生的歪曲和变化, 目前

文化进化领域的学者已经对其实验程序、结果描述

方式进行了标准化, 使其成为规范的实验范式(可

参考有关述评文章: 辛自强, 刘国芳, 2012)。相关

研究证实, 在传递过程中, 负性信息(或文化)具有

更高可信度, 更多留存下来, 模糊信息大量流失或

更多被负性解读(Bebbington et al., 2017; Fessler et 

al., 2015)。然而, 此类研究多探讨传说、民间故事

等长期遗留的文化符号(Mesoudi, 2015), 鲜有刻画

网络突发事件信息在短时间内一代代传递的微观

过程的研究。为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3：网络突发

事件中的负性信息在每一代传递中存活率最高, 模

糊信息更多被负性解读。本研究拟采用传递链实验

范式开展信息传递的记忆实验检验该假设。 

综上, 本研究参照人们网络突发事件酝酿、爆

发、蔓延阶段的信息加工特点, 构建了负性偏向形

成与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模型, 拟通过 3 项研究分别

检验上述 3 个假设。由此, 可能确定网络突发事件

中负性偏向作为深层心理机制如何产生与表现, 从

而为本领域提供新的理论解释, 并为网络突发事件

舆情分析和危机管理提供心理学的思路。 

2  研究 1：网络突发事件源头语篇
的文本分析 

2.1  目的 

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探讨网络突发事件酝酿期

源头语篇的信息内容偏差。 

2.2  研究设计 

实验采用 2(词汇性质：正性, 负性)×2(事件类

别：网络突发事件, 网络热点事件)的混合实验设

计。其中, 词汇性质为组内变量, 事件类别为被试

间变量, 因变量为积极和消极词汇占比。 

2.3  数据收集 

(1)网络突发事件源头语篇。首先, 3 名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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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在百度、新浪、腾讯、人民网等各大媒体平

台以 XX 年度“10 大/20 大网络舆情事件”、“网络热

点事件”等关键词搜索近 4 年(截止到 2020 年新冠肺

炎疫情爆发)关注度较高的网络突发事件, 建立语

料库。其次, 选择每年舆情热度较高的事件 10~20

项, 通过核对搜索引擎(百度、必应)和 CNKI 等数

据库已发表论文的方法, 人工梳理事件爆发时促使

事件获得广泛关注的博文、新闻、公众号文章等, 将

发布时间最早(精确到秒)的文本视为源头语篇。如

“中关村二小霸凌事件”的源头语篇是 2016 年 12 月

8 日深夜微信公众号“童享部落”的文章《每对母子

都是生死之交, 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 NO！》, 而

非鲜有人知的 12 月 4 日某贴吧发布的《我经历的

中关村二小》一文。若不存在明显的源头语篇, 则

选择时间相对早、转发和关注更多的文本; 若最早

以纯视频形式出现, 如“上海 17 岁男孩跳桥事件”、

“西安女车主维权事件”, 则选择除此之外的最早文

本。最后, 为确保源头语篇查找的准确性, 另请 4

名心理学研究生回溯性查找源头语篇的确认证据, 

经群体讨论, 删除不存在明显源头语篇的事件, 决

定存在争议的源头语篇保留还是替换。最终, 共获

得 2016 至 2019 年间 40 项源头语篇, 每年 10 篇。 

(2)网络热点事件源头语篇。首先, 2 名心理学

研究生人工在网络热点事件聚合平台“知微事见” 

(https://ef.zhiweidata.com/)上查找 2016~2019 年间

关注度较高的事件, 每月随机选择 2 项“影响力指

数”大于 50%的非网络突发事件(2 项/月 × 12 月 × 

4 年 = 96 项)。其次, 选择 10 名大学生对上述事件

的性质进行 7 点评分(−3 为极度负性, 0 为中性, 3

为极度正性), 结果表明, 所有事件均值为 1.16 ± 

0.99, 取值范围为[−1.9, 2.8]。根据评分, 选择得分

绝对值较低(偏中性)的事件, 并按照“知微事见”平

台提供的事件发生先后顺序和来源 , 选择源头语

篇。最后, 请另外 4 名心理学研究生对源头语篇进

行核对 , 经群体讨论 , 确认所有源头语篇。最终 , 

共获得 2016 至 2019 年间 40 项源头语篇, 每年 10

篇。经统计 , 所选网络热点事件性质得分均值为

0.69 ± 0.49, 偏中性。 

将上述 80 篇源头语篇中的日期、作者、来源、

图片、视频等无关信息去掉后存为 txt 格式, 建立

数据库。 

2.4  数据分析 

采 用 中 国 科 学 院 心 理 研 究 所 研 发 的 “ 文 心

(TextMind)中文心理分析系统 3.0”对所有源头语篇

进行文本分析。“文心”软件可对简体中文文本进行

自动切分词汇、归类词汇、词频计算以及语言心理

分析等(详见官网 http://ccpl.psych.ac.cn/textmind/介

绍)。分析时, 软件每次打开一个文档, 从头逐词与

词典进行比对, 计算各类别词汇出现次数占总词数

的百分比。在“文心”软件诸多输出的特征值中, 选

取 “ 正 向 情 绪 词 (PosEmo)” 和 “ 负 向 情 绪 词

(NegEmo)”2 个指标分别代表两类情绪词在文本中

出现的频率。“文心”词典中的正向情绪词类包括

“信心”、“满足”等 564 个词汇, 负向情绪词类包括

“担忧”、“报复”等 924 个词汇(汪静莹 等, 2016)。

经验证, “文心”词典不仅本身效度良好, 而且适合

新浪微博等本土化网络社交媒体的文本分析(Zhao 

et al., 2016)。 

2.5  结果 

首先, 通过定性分析发现, 所有 40 项找到源头

语篇的网络突发事件均为负性事件, 涉及经济、教

育、公共卫生、法律等各方面, 文本总计 100130

字, 单篇字数均值 M = 2607.18 ± 1928.20。所有网

络热点事件源头语篇总计 31277 字, 单篇字数均值

M = 781.93 ± 593.07。 

其次, 为全面分析不同事件源头语篇的内容偏

差, 以事件类别为组间自变量, 词汇性质为组内自

变量, 不同词汇所占比例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结果表明, 词汇性质主效应显著, F(1, 78) 

= 26.85, p < 0.001, ηp
2 = 0.26; 事件类别的主效应显

著, F(1, 78) = 19.81, p < 0.001, ηp
2 = 0.20; 词汇性质

和事件类别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78) = 16.04, p < 

0.001, ηp
2 = 0.17。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 以

事件类别为分析单位时(图 2), 网络突发事件中正

性 (M = 0.0150, SD = 0.0082)和 负 性词汇 (M = 

0.0137, SD = 0.0068)占比无显著差异, F(1, 78) = 

0.69, p = 0.41; 但网络热点事件中正性词汇占比(M 

= 0.0141, SD = 0.0098)显著高于负性词汇(M = 

0.0037, SD = 0.0034)占比, F(1, 78) = 42.20, p < 

0.001, 95% CI = [0.0070, 0.0140]。可见, 负性内容

偏差并不体现在网络突发事件源头语篇自身正负

性词汇占比的不同。以词汇性质为分析单位时(图

3), 网络突发事件(M = 0.0150, SD = 0.0082)和网络

热点事件(M = 0.0141, SD = 0.0098)的正性词汇占

比无显著差异, F(1, 78) = 0.19, p = 0.67; 但网络突

发事件中负性词汇占比(M = 0.0137, SD = 0.0068)

显 著 高 于 网 络 热 点 事 件 中 负 性 词 汇 占 比 (M = 

0.0037, SD = 0.0034), F(1, 78) = 69.26,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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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CI = [0.008, 0.012], 可见, 负性内容偏差体现

为网络突发事件源头语篇所含负性词汇比例显著

高于网络热点事件。 
 

 
 

图 2  不同事件下正负性词汇占比的差异图 
 

 
 

图 3  不同词汇性质下两类事件的对比 
 

2.6  讨论 

研究 1 通过对网络突发和网络热点事件各 40

项源头语篇的分析发现, 网络突发事件源头语篇中

负性词汇占所有词汇的比例显著高于网络热点事

件中负性词汇的占比, 验证了假设 1b; 但其自身所

含负性词汇占比与正性词汇占比并无显著差异, 假

设 1a 未得到验证。 

研究结果一方面说明, 与以往研究发现的民众

多 在 社 交 媒 体 中 进 行 负 面 情 绪 化 表 达 ( 党 明 辉 , 

2017)、更愿意阅读负面新闻(Chang, 2015)的结论一

致, 网络突发事件自爆发之初就蕴含反映负面社会

现实的信息, 具备“突然爆发”的可能, 人们在其源

头语篇中表达了更多负性情感, 存在信息内容偏差

(图 3)。另一方面说明, 与人们的常识相反, 网络突

发事件源头语篇自身正负性词汇的占比并不存在

显著差异, 甚至其所含正性词汇还略高于负性词汇

(图 2)。这与以往国内外研究发现的人们在社交媒体

中更愿意表达正面情感的结果相一致：例如, 陈安

繁等人(2019)对 22 万多条微博热门话题的分析发

现, 有 64.18%表达了正面情感; 国外有关 Facebook

用户的研究(Ferrara & Yang, 2015; Kramer et al., 

2014)也发现, 网民更愿意在社交媒体撰写表达正

面情感的文本。 

可见, 网络突发事件酝酿阶段, 源头语篇携带

的负面信息超过了一般网络热点事件, 但却具有一

定隐蔽性, 从负性偏向的角度, 其提供了网络事件

“突发”的基础和可能性。 

3  研究 2：网络突发事件源头语篇
记忆实验 

3.1  目的 

采用信号检测论方法探究网络突发事件爆发

期个体对源头语篇的信息加工偏差。 

3.2  方法 

3.2.1  被试 

通过海报招募来自北京 4 所高校的 48 名在校

大学生参与实验室实验 , 其平均年龄为 21.65 ± 

2.32 岁, 其中, 男生 22 人, 女生 26 人。实验开始

前, 被试签署心理学实验知情同意书, 实验结束后, 

被试获得一定报酬。 

3.2.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词汇性质：正性、中性、负性)被

试内设计。因变量为词汇再认正确率和信号检测论

下的 6 类指标。其中, “再认正确率=正确反应次数

/(正确反应次数+错误反应次数)”。依据信号检测论

(郭秀艳, 2019, pp.244−255; Snodgrass & Corwin, 

1988), 将文中的词汇视为信号(SN), 非文中词汇视

为噪音(N), 依照被试的再认结果, Y 表示判断为出

现过, N 表示判断为未出现过, 可计算如下 4 种概率：

击中率 P 击中 = P (Y/SN)、漏报率 P 漏报 = P (N/SN)、

虚报率 P 虚报 = P (Y/N)、正确否定率 P 正确否定 = P 

(N/N)。辨别力(A′)代表噪声分布与信号加噪声分布

间的离散程度, 其值越大(击中率高、虚报率低), 代

表辨别力越强。判断标准(B'')指区分信号与噪音反

映的心理感受水平所对应的信号分布纵轴与噪音

分布纵轴之比, 1 为分界点, B″ > 1 代表较严格, 越

小于 1 代表越宽松。由于信号与噪音分布大多无法

满足齐性, 故采用非参数信号检测论方法(郭秀艳, 

2019, p.255; Liu et al., 2014)依据下列公式计算 A′

与 B″。其中, Hit 和 FA 分别代表击中与虚报率： 

Hit ≥ FA, A′ = 0.5 + [(Hit − FA) (1 + Hit − 

FA)] / [4Hit(1 − FA)] 

Hit < FA, A′ = 0.5 − [(FA − Hit) (1 + FA − Hit)] / 

[4FA(1 − Hit)]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1366 心    理    学    报 第 53 卷 

 

Hit ≥ FA, B″ = [Hit(1 − Hit) − FA(1 − FA)] / 

[Hit(1 − Hit) + FA(1 − FA)] 

Hit < FA, B″ = [FA(1 − FA) − Hit(1 − Hit)] / 

[FA(1 − FA) + Hit(1 − Hit)] 

3.2.3  实验材料 

按照研究 1 中 40 项源头语篇的字数, 选择 5

篇与平均数(2607.18 字)接近, 字数在 2400~2800 左

右的备选语篇, 通过 10 名大学生的评定, 选择熟悉

性最低的《南京家长已疯》一文(共计 2431 字)。该

事件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由公众号“格十三”发布, 

涉 及 中 小 学 生 减 负 问 题 。 利 用 语 料 库 在 线 平 台

(http://corpus.zhonghuayuwen.org)对文本进行在线

分词后, 随机选取文中频率均为 1, 词长 ≥ 2 的

60 个词汇, 然后与从类似教育文章中筛选的未在

文中出现的 60 个词汇, 组成再认测验词库。然后, 

请 24 名大学生对上述 120 个词汇的性质进行 7 点

评分(−3 为极度负性, 0 为中性, 3 为极度正性)。最

后, 根据评分, 筛选正负性得分绝对值最高、中性

得分最接近于 0 的前 20 个(共 60 个)词汇作为正式

实验材料(见表 1)。 

3.2.4  实验流程 

在实验室电脑上使用 E-Prime 2.0 软件对被试

进行个别施测。实验分为阅读和测试两部分(图 4)： 

首先, 被试阅读指导语并理解实验规则后, 进

入 5 分钟的语篇自由阅读阶段。然后, 进入词汇再

认阶段。屏幕中央首先会出现一个黑色的持续 200 

ms 的注视点“＋”, 接着出现目标词汇, 被试判断其

是否在语篇中出现过 , 未出现过按“F”, 出现过按

“J”。被试按键后或者在 1000 ms 内未做出反应, 目

标词汇自动消失, 出现 1000 ms 的空屏进行缓冲。

60 个试次中, 目标词汇以完全随机的顺序呈现。为

控制语篇熟悉度, 实验后询问：“请回忆一下, 你在 

表 1  实验中所用再认词汇 

正性词汇 中性词汇 负性词汇 

文中词 非文中词 文中词 非文中词 文中词 非文中词

珍惜 情怀 究竟 背景 肮脏 压抑 

生命 面对 移交 考核 走火入魔 提心吊胆

承载 耐心 润滑剂 概率 偷偷摸摸 自杀 

喜出望外 保护 原来 自责 违禁 犯罪 

胜利 纯真 社会 处理 别无选择 地狱 

活泼 温暖 反应 职业 公然 圈钱 

热爱 信心 彻底 产品 投诉 走投无路

曙光 善解人意 平行 网络 背着 残害 

愉悦 真诚 曾经 同事 消灭 粗暴 

出类拔萃 活灵活现 状态 新闻 意外 作恶 

 

实验之前是否看过刚刚阅读的这篇文章？”, 剔除

看过的被试。 

3.3  结果 

首先, 对所有词汇再认正确率进行对比。以词

汇性质为自变量, 再认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词汇性质主效应显著, F(2, 

94) = 12.91, p < 0.001, ηp
2 = 0.22 。 多 重 比 较

(Bonferroni) 表 明 , 负 性 词 汇 的 再 认 正 确 率 (M = 

0.62, SD = 0.11)显著高于正性词汇(M = 0.52, SD = 

0.09), p < 0.001, 95% CI = [0.04, 0.15]; 以及中性词

汇(M = 0.51, SD = 0.12), p < 0.001, 95% CI = [0.05, 

0.16]; 但正性词汇与中性词汇的再认正确率无显

著差异(p = 1.00)。 

其次, 采用信号检测论方法探讨 6 类指标上不

同性质词汇再认情况的差异(表 2)。由于个体再认

记忆的正确率主要体现在对文中词汇的准确再认

(P 击中)以及对非文中词汇的正确否定(P 正确否定), 且漏 
 

 
 

图 4  记忆再认阶段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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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类型词汇的信号检测论指标分析(M ± SD) 

词汇性质 P 击中 P 漏报 P 虚报 P 正确否定 辨别力 A′ 判断标准 B″ 

正性 0.70 ± 0.20 0.30 ± 0.20 0.64 ± 0.23 0.36 ± 0.23 0.55 ± 0.16 −0.16 ± 0.32 

中性 0.64 ± 0.19 0.36 ± 0.19 0.60 ± 0.26 0.40 ± 0.26 0.52 ± 0.21 −0.13 ± 0.34 

负性 0.61 ± 0.22 0.39 ± 0.22 0.37 ± 0.19 0.63 ± 0.19 0.68 ± 0.16 0.03 ± 0.38 

 
报率 P 漏报 = 1 − P 击中, 虚报率 P 虚报 = 1 − P 正确否定, 因

此, 以词汇性质为自变量, 分别以 P 击中、P 正确否定为

因变量, 依次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便可描述个体

4 类基本反应的概率。以词汇性质为自变量, 辨别

力(A')和判断标准(B'')为因变量 , 分别进行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 可描述记忆再认的 2 个独立成分。多

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如下： 

从 4 类基本反应来看, 对于 P 击中, 词汇性质主

效应显著, F(2, 94) = 4.04, p = 0.021, ηp
2 = 0.08。多重

比较(Bonferroni)表明, 正性词汇击中率(M = 0.70, 

SD = 0.20)要显著高于负性词汇(M = 0.61, SD = 

0.22), p = 0.038, 95% CI = [0.00, 0.19]; 正性与中性

词汇(M = 0.64, SD = 0.19)、负性与中性词汇均无显

著差异(ps = 1.00)。对于 P 正确否定, 词汇性质主效应

显著, F(2, 94) = 36.29, p < 0.001, ηp
2 = 0.44。多重比

较 (Bonferroni) 表 明 , 负 性 词 汇 正 确 否 定 率 (M = 

0.63, SD = 0.19)显著高于正性词汇(M = 0.36, SD = 

0.40), p < 0.001, 95% CI = [0.18, 0.36], 以及中性词

汇(M = 0.40, SD = 0.26), p < 0.001, 95% CI = [0.14, 

0.32]; 正性词汇与中性词汇无显著差异(p = 0.64)。

可见, 与正性词汇相比, 个体对语篇中负性词汇的正

确否定率和漏报率更高, 即击中率和虚报率更低。 

从信号检测论的 2 个独立指标来看, 对于 A′, 

词汇性质主效应显著, F(2, 94) = 12.80, p < 0.001, 

ηp
2 = 0.21。多重比较(Bonferroni)表明, 被试对于负

性词汇的辨别力(M = 0.68, SD = 0.16)显著高于正

性词汇(M = 0.55, SD = 0.16), p < 0.001, 95% CI = 

[0.06, 0.21]以及中性词汇(M = 0.52, SD = 0.21), p < 

0.001, 95% CI = [0.07, 0.25]; 正性词汇与中性词汇

的辨别力无显著差异(p = 1.00)。对于 B'', 词汇性质

主效应显著, F(2, 94) = 4.45, p = 0.014, ηp
2 = 0.09。多

重比较(Bonferroni)表明 , 负性词汇的判断标准(M 

= 0.03, SD = 0.38)显著高于正性词汇(M = −0.16, SD 

= 0.32), p = 0.045, 95% CI = [0.00, 0.37]; 负性与中

性词汇(M = −0.13, SD = 0.34)差异边缘显著, p = 

0.09, 正性与中性词汇无显著差异, p = 1.00。可见, 

个体对负性词汇的辨别力更强, 判断标准比正性和

中性词汇略严格。 

3.4  讨论 

研究 2 采用信号检测论范式, 通过对真实网络

突发事件源头语篇的词汇再认记忆实验发现, 相对

于正性和中性词汇, 人们对网络突发事件源头语篇

中的负性词汇存在信息加工偏差, 验证了假设 2。

负性偏向具体表现为：第一, 个体对源头语篇中负

性词汇的再认正确率更高。虽然以往研究均对负性

词汇比正性词汇记忆更准确的结论进行了多角度

论证(Dijksterhuis & Aarts, 2003; Kätsyri et al., 2016; 

Labiouse, 2004; Liu et al., 2014), 但均未像本研究

一样采用真实语篇在网络突发事件背景下进行论

证。第二, 个体对源头语篇中负性词汇的辨别力更

高。与正性和中性词汇相比, 个体更能正确辨认哪

些负性词汇从未在文中出现过(低虚报率)。这与以

往研究中发现的个体对负性和正性词汇的辨别力

无差异的结论不一致(Liu et al., 2014), 但与阈下知

觉研究发现的对负性词汇再认比正性词汇更准确

的结论一致(Dijksterhuis & Aarts, 2003)。后两项研

究均采用了脱离语境的词汇作为记忆材料, 与研究

2 先阅读源头语篇, 再对文中与非文中词汇进行再

认的实验情境不同。这一结果可同样从进化视角解

释, 即人类需在较短时间内自动化地检测出负性信

息以适应生存(Dijksterhuis & Aarts, 2003), 表现出

信息加工的负性偏向。 

本研究有关判断标准的结论与以往研究略有

不同。一方面, 从绝对标准来看, 个体对负性词汇

的判断标准相对较宽松, 均接近 0, 倾向于将所有

记忆模糊的负性词汇报告为出现过。这与 Liu 等人

(2014)的研究结论类似。另一方面, 若将正、负、

中性词汇的判断标准相对比, 个体对负性词汇的判

断标准(0.03)比正性(−0.16)和中性词汇(−0.13)略严

格。这与以往词汇记忆实验发现的负性比正性词汇

判断标准更宽松的结论相反(朱永泽 等, 2014)。可

见, 判断标准宽松并不是负性偏向的唯一体现, 其

以牺牲正确否定率为前提, 并不能带来词汇整体再

认率的提高, 相反, 如实验 2 所示, 相对严格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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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标准通过减少虚报率, 提高了再认精确性。 

4  研究 3：网络突发事件信息传递
实验 

4.1  目的 

采用传递链实验范式探讨网络突发事件蔓延

过程中的信息传递偏差。 

4.2  方法 

4.2.1  被试 

通过网络招募 120 名被试(组成 30 条传递链), 

其中女性 84 人, 男性 36 人; 平均年龄为 23.14 ± 

2.95 岁。 

4.2.2  实验设计 

采用 3 (故事中的事件性质：正性、负性、模

糊) × 4 (代际：1、2、3、4)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 

事件性质为 3 水平被试内变量, 传递代际为 4 水平

被试间变量。模糊事件是指既可以做正性理解, 也

可以做负性理解的模糊描述, 与正、负性事件相比, 

对 它 的 解 读 更 能 反 映 出 被 试 信 息 加 工 时 的 偏 向

(Bebbington et al., 2017)。按照以往研究的惯例

(Bebbington et al., 2017; Mesoudi & Whiten, 2008), 

选择 4 个传递代际而非个别研究(如 Eriksson & 

Coultas, 2014)采用的 3 个代际, 以更充分地展示信

息传递中产生的偏差。 

为全面反映每一代际不同性质事件生存状况, 

因变量选取了 8 个指标：整体上, 不同性质事件在

每一代际内的留存情况用正性、负性、模糊事件存

活率 3 个指标体现。由于模糊事件比较特殊, 其不

仅涉及流失, 还涉及解读的问题, 因此, 参考其操

作定义及 Bebbington 等人(2017)的数据处理方式, 

需单独用 5 个指标对其进行描述：流失率描述了模

糊事件经传播后不再存在的情况 , 模糊率 (存在 , 

但未解读, 继续保持模糊)和解读率(存在, 但进行

了正性或负性解读, 不再模棱两可)反映了模糊事

件经传播后仍生存下来的不同情况, 并且, 存活率 

= 解读率 + 模糊率, 流失率 = 1 − 存活率, 解读

率 = 正性解读率 + 负性解读率。针对每一代, 上

述 8 个指标均通过“事件个数/事件总数”进行计算。 

4.2.3  实验材料 

参考以往社会信息传递研究中采用标准化的

故事语篇(如《萨拉去英国旅行》)作为实验材料的

方法(Bebbington et al., 2017), 以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这一突发事件为背景, 自编一篇约 800 字的

故事——《李华疫情期间的一天》。故事中包含负

性、正性、模糊事件各 8 个, 24 个事件均用一句话

在故事中展现(平衡句子长短)。负性事件如“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打乱了李华年后的所有安排”、正性事

件如“发现之前很多收费的网络课程现在可以免费

观看”; 模糊事件如“今年的春节对李华来说分外特

殊”, 这里, “特殊”有“珍贵”或“糟糕”两个截然相反

的理解, 存在模糊性。 

为检验不同性质事件字数的差异, 对正性(M = 

20.25, SD = 4.95)、负性(M = 22.25, SD = 3.99)、模

糊事件(M = 21.25, SD = 5.50)的字数进行了方差分

析, 结果表明, 事件性质的主效应不显著, F(2, 21) 

= 0.34, p = 0.72。可见, 不同事件蕴含的信息量基本

相同。 

为检验实验材料所界定事件是否具有预期效

价, 按照 Bebbington 等人(2017)的方法, 事先招募

18 名被试在 7 点连续量表上(−3 为极度负性, +3 为

极度正性, 0 为中性)对故事中包含的 24 个事件的性

质进行评定。其中较为特殊的是, 对模糊事件效价

的评定, 需分别检验它的正性和负性解读是否具有

预期效价(每 1 个事件均可拆解为正性和负性解读

的 2 个负子事件)。不论对于普通的 8 个正性事件、

8 个普通的负性事件, 还是模糊事件拆解成的 8 个

负性解读、8 个正性解读事件, 均需将其评分与 0

进行对比(即被试共评价了 32 个事件)。结果显示, 

负性事件得分(M = −1.96, SD = 0.52)显著低于 0, 

t(17) = −16.05, p < 0.001, Cohen's d = −5.33, 95% CI 

= [−2.22, −1.70]; 正性事件得分(M = 1.72, SD = 

0.60)显著高于 0, t(17) = 12.17, p < 0.001, Cohen's d 

= 4.05, 95% CI = [1.42, 2.02]; 模糊事件的负性解读

得分(M = −2.00, SD = 0.66)显著低于 0, t(17) = 

−12.76, p < 0.001, Cohen’s d = −4.29, 95% CI = 

[−2.33, −1.67]; 正性解读得分(M = 1.70, SD = 0.41)

显著高于 0, t(17) = 17.67, p < 0.001, Cohen’s d = 5.86, 

95% CI = [1.50, −1.91], 事件性质界定较为准确。 

4.2.4  实验流程 

正式实验以 4 人组为单位, 采用“微信+问卷

星”的方式在网络中进行个别施测(如图 5 所示)。测

试时, 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传递链 1~4 代中的任意一

个位置, 组成 30 条 4 人传递链, 为便于理解, 将实

验命名为“网络传声筒实验”。首先, 主试通过微信

向被试发送知情同意书和指导语。被试阅读、理解

实验要求后, 主试发送问卷星链接, 被试 A 有 3 分

钟时间阅读故事, 为保证被试充分阅读了故事, 该

页面停留超过 90 秒才可进入下一页。之后, A 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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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络传递链实验流程 
 

分钟时间(但是, 4 分钟后, 可提前进入“下一页”)在

链接文本框内将故事以文字的形式复述给被试 B。

之后 B 遵循同样的程序传递给 C, C 传递给 D。传

递链中只有 A 阅读的是故事原文 , 其他传递者

(B/C/D)阅读的均为前一名被试转述的内容, D 也要

写出要传递给下一人的文本。为检验被试是否对故

事进行了认真阅读和复述, 每轮实验均让被试列出

故事中印象最深的三件事。 

4.2.5  数据编码 

首 先 , 参 照 以 往 研 究 (Eriksson & Coultas, 

2014), 对每一代复述文本对照 24 个事件进行编

码。对于明确的负性或正性事件, 若在复述文本中

再现, 将其编码为 1, 反之编码为 0。对于模糊事件, 

若在复述文本中未能再现, 编码为 0; 若在复述文

本中被试进行了负性或正性解读 , 则对应编码为

−1 或 1; 若依旧为模棱两可的状态, 则编码为 2。

编码时, 无需与原文表述完全相同, 只要事件基本

要点一致, 即认为该事件存活了下来。如负性事件

EN2“居家呆久了, 他开始变得烦躁、焦虑不安”, 被

传递为“在家呆烦了” (S1-A), 即可编码为 1。有极

个别正性事件如“他发现之前很多收费的网络课程

现在可以免费观看”经传递后变为负性事件, 如传

递为“想学网课, 但是需要收费” (S9-D), 将其视为

流失, 编码为 0; 但并未发现负性事件传递为正性

事件的情况。各指标通过不同事件对应数量除以事

件总数依次求得。 

为保证编码的可靠性, 3 名心理学研究生进行

培训并试编码后, 对 120 名被试的所有文本进行编

码。3 人的评分者一致性信度为 0.95, 采用这 3 位

编码者数据的平均值进行结果统计。 

4.3  结果 

经分析, 所有 120 名被试均能回答出故事中印

象最深刻的三件事, 且能较为完整地复述故事, 说

明 30 条传递链均有效。下面依次从不同角度对故

事中不同事件在网络传递中的存活率进行分析。 

首先, 对不同事件在 4 个代际内的整体存活率

进行描述(图 6)。以事件性质为被试内自变量, 传递

链代际为被试间自变量, 事件存活率为因变量进行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事件性质主效应显

著, F(2, 232) = 273.63, p < 0.001, ηp
2 = 0.70。多重比

较(Bonferroni)表明, 负性事件的存活率(M = 0.58, 

SD = 0.23)显著高于正性事件(M = 0.35, SD = 0.21), 

p < 0.001, 95% CI = [0.18, 0.27], 以及模糊事件(M 

= 0.18, SD = 0.16), p < 0.001, 95% CI = [0.36, 0.35]; 

正性事件的存活率(M = 0.35, SD = 0.21)显著高于

模糊事件(M = 0.18, SD = 0.16), p < 0.001, 95% CI = 

[0.15, 0.21]。传递链代际主效应显著, F(3, 116) = 

32.64, p < 0.001, ηp
2 = 0.46。多重比较(Bonferroni)表

明, 第 1 代事件存活率(M = 0.54, SD = 0.25)显著高

于第 2 代(M = 0.39, SD = 0.24), p < 0.001, 95% CI =  
 

 
 

图 6  四代传递链上的事件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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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0.23], 以及第 3 代(M = 0.30, SD = 0.22), p < 

0.001, 95% CI = [0.15, 0.32], 和第 4 代(M = 0.24, 

SD = 0.21), p < 0.001, 95% CI = [0.21, 0.38]; 第 2 代

显著高于第 3 代(p = 0.036, 95% CI = [0.00, 0.17])和

第 4 代(p < 0.001, 95% CI = [0.06, 0.23]), 但第 3 代

和第 4 代间差异不显著(p = 0.38)。事件性质与传递

链代际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3, 116) = 1.42, p = 

0.22。 

其次, 对 4 个代际内模糊事件的整体存活情况

进行分析(图 7)。以代际为自变量, 流失率、解读率

以及模糊率分别为因变量, 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 在流失率上 , 传递链代际主效应显著 , 

F(3, 116) = 19.05, p < 0.001, ηp
2 = 0.33。多重比较

(Bonferroni)表明, 第 2 代的流失率(M = 0.75, SD = 

0.14)显著高于第 1 代(M = 0.60, SD = 0.18), p < 

0.001, 95% CI = [0.05, 0.24], 第 4 代的流失率(M = 

0.86, SD = 0.09)显著高于第 2 代(M = 0.80, SD = 

0.13, p = 0.015, 95% CI = [0.01, 0.21]), 第 2 代与第

3 代之间(p =0.75)以及第 3 代与第 4 代之间(p = 0.75)

均无显著差异。在解读率上, 传递链代际主效应不

显著, F(3, 116) = 0.43, p = 0.73。在模糊率上, 传递

链代际主效应显著, F(3, 116) = 18.13, p < 0.001, ηp
2 

= 0.32。多重比较(Bonferroni)表明, 第 1 代的模糊

率(M = 0.32, SD = 0.18)显著高于第 2 代(M = 0.18, 

SD = 0.13, p = 0.001, 95% CI = [0.05, 0.23]), 第 2 代

的模糊率显著高于第 4 代(M = 0.08, SD = 0.08, p = 

0.031, 95% CI = [0.01, 0.19]), 第 2 代与第 3 代之间

(p =0.60)以及第 3 代与第 4 代之间(p = 1.00)均无显

著差异。 

再次, 对模糊事件的正性和负性解读情况进行

单独分析(图 8)。以解读性质为被试内自变量, 传递

链代际为被试间自变量, 不同性质事件解读在原始

模糊事件中的占比为因变量,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  

 

 
 

图 7  原始模糊事件在传递链上的流失、解读、模糊占比 

 
 

图 8  模糊事件在传递链上的解读率 

 
析。结果显示, 传递链代际主效应不显著, F(3, 116) 

= 1.65, p = 0.18; 解读性质主效应显著, F(1, 116) = 

14.99, p < 0.001, ηp
2 = 0.11, 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3, 116) = 2.14, p = 0.10。多重比较(Bonferroni)表

明, 负性解读率(M = 0.05, SD = 0.06)显著高于正性

解读率(M = 0.02, SD = 0.05), p < 0.001, 95% CI = 

[0.01, 0.04]。 

4.4  讨论 

研究 3 在研究 2 网络突发事件真实语篇词汇记

忆再认实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采用传递链实验范式

刻画了信息传递过程中不同性质子事件的记忆再

现及改变过程。结果发现, 信息传递过程中产生了

负性偏向, 验证了假设 3, 并具体表现为：第一, 负

性信息在每一代际信息传递中存活率最高。从文化

进化理论出发, 这主要由于其蕴含了更多与危险相

关的信息 , 有利于个体躲避灾害 , 更具生存价值

(Mesoudi & Thornton, 2018)。第二, 第 1 和第 2 代

信息传递中的负性偏向更明显。由图 5 和图 6 可知, 

第 3 和第 4 代信息传递中, 各类事件存活率、模糊

事件流失率、模糊事件的模糊率上均无显著差异。

可见, 与以往诸多突发事件周期模型一致(毛太田 

等, 2019; Procter et al., 2013), 人际传递过程中, 信

息变化并不均衡、等速。第三, 模糊事件大量流失, 

仅存的少量事件被更多进行负性解读。例如, 对于

原始故事中“他的父母看到他购买的食品, 眼神里

有一丝惊讶”这条模糊信息, 传递后变为“父母臭骂

了他一顿” (S2-B)。这一方面因为富含情感的文本

比中性文本更容易得到受众的反馈 (陈安繁  等 , 

2019; Mesoudi & Whiten, 2008), 也更易被传播。因

此, 如图 5 所示, 具有明确情感效价的正性和负性

信息的存活率均高于模糊事件。另一方面因为负性

信息在社会传递中更具生存优势(Baumeister et al., 

2001; Eriksson & Coultas, 2014), 因此, 不仅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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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本身的留存率更高, 仅存的模糊事件也被更多

进行负性解读。总之, 研究 3 证实, 具有较短生命

周期的网络突发事件信息的代际传递中存在负性

偏向, 与神话、传说等文化符号的代际传递中存在

负性偏向一致(Bebbington et al., 2017; Stubbersfield 

et al., 2017), 符合文化进化的规律。 

5  总讨论 

5.1  网络突发事件中负性偏向的产生和发展 

近年来, 网络突发事件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必

须面对的一种普遍现象, 给国家社会治理带来极大

挑战(阳长征, 2020)。本研究将网络突发事件视为文

化进化的特例, 认为负性偏向是其背后深层次的心

理机制, 依据其酝酿、爆发、蔓延三阶段个体信息

加工的特征构建理论模型(图 1), 通过 3 项研究检

验了负性偏向产生和发展的 3 个假设。结果发现, 

反映社会负面问题、与其他网络热点事件相比包含

更多负面词汇的源头语篇(其本身正负性词汇占比

无差异 )首先在网络中酝酿 ,  产生负面内容偏差 , 

其一经发布, 因网民对源头语篇负性词汇记忆效果

更好、辨别力更强, 产生负性信息加工偏差, 引起

广泛关注 , 形成网络事件“突发”和“蔓延”的基础; 

随着网民对初始信息的选择性传递, 正性和中性信

息不断流失 , 负性信息像病毒一样在网络中散播 , 

少量留存的模糊信息被负性解读, 产生负性信息传

递偏差, 造成事件持续蔓延。综合上述结果, 我们

对图 1 所示的网络突发事件中负性偏向产生和发展 
 

的三阶段理论模型进行了修正, 重新表述为图 9。 

首先, 网络突发事件源头语篇存在信息内容偏

差。网络突发事件的爆发常始于某篇“热文”被“刷

爆”, 它们或由官方发布, 或由个人撰写, 均瞬间赢

得较高关注度, 形成初始事件(叶金珠, 佘廉, 2012), 

本文将其界定为源头语篇。经由研究 1 的文本分析

发现, 与人们的常识相反, 这些“热文”自身的正性

和负性情绪词汇比例无显著差异, 但与网络热点事

件相比 , 它们包含更多负面情绪表达词汇 , 具备

“突发”的可能。这也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网络突发

事件一直是舆情管控的难点 , 因为事件爆发之前 , 

网络中酝酿的源头语篇本身所含的负面信息具有

隐蔽性, 很难被察觉。如同 Johnson 等人(2019)《自

然》杂志的论文所述, 网上负面言论具有隐藏的弹

性和动态的适应性, “删帖”、“封号”等手段不仅无效, 

还会带来信息转移到其他平台、多个社交账号共同

发声的反作用。本研究将网络突发事件酝酿期初始

信息网络表达的特征进行了揭示, 既说明了网络突

发事件瞬间爆发、难以预警和控制(张侃, 2015)的部

分原因, 也启示未来网络治理时重点把握网络突发

事件背后的心理规律 , 关注“人心”, 而不仅是“信

息”本身。 

其次, 个体对网络突发事件源头语篇的信息加

工存在负性偏向。网络突发事件的爆发体现为极短

时间内相关话题的点击率、回复率急剧增多, 应者

云集(陈业华, 张晓倩, 2018), 这一过程需以个体对

事件初始信息的认知加工为基础。研究 2 通过真实 

 
 

图 9  网络突发事件中负性偏向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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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语篇词汇的记忆再认实验发现, 个体对源头语

篇中的负性词汇记忆更精准, 产生了负性偏向。信

号检测分析进一步发现, 上述记忆效果主要由个体

对负性词汇更高的辨别力, 而非以往普通词汇研究

中发现的更宽松的判断标准所导致 (朱永泽  等 , 

2014; Liu et al., 2014)。一方面, 由于进化上的原因, 

个体对负性词汇的编码和存储可能如以往研究所

述, 是自动化、潜意识的加工过程(Dijksterhuis & 

Aarts, 2003), 加工深度更高, 能准确将“肮脏” “违

禁”等文中负性词汇与“粗暴”、“作恶”等非文中负性

词汇(表 1)清晰辨别; 另一方面, 个体对负性词汇

比正性和中性词汇略严格的判断标准, 会因避免虚

报提升记忆精确性。可见, 记忆再认实验中个体对

负性词汇判断标准是否宽松并非负性偏向的唯一

体现; 网民对网络突发事件的围观、传播可能并非

源于刻意 , 而是负性信息加工偏向导致的自然结

果。这启发国家在创新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中应重视

培养网民媒介素养, 发挥其主动性, 提升其对不实

和歪曲信息的鉴别力。 

最后, 网民间网络突发事件信息的传递存在负

性偏向。网络突发事件的演化或蔓延时期的典型特

征是网民围绕初始事件进行大规模的网络互动, 信

息进行病毒式扩散(叶金珠, 余廉, 2012)。研究 3 通

过传递链实验直观地展示了初始信息通过人际传

递流失和歪曲, 产生负性偏向的过程：正性、中性

和负性信息并存的初始语篇信息, 经由不同代际的

信息传递后, 负性信息被更多保留下来, 其余信息

则大量流失, 仅存的模糊信息被更多负性解读, 形

成新的负性信息。与以往有关神话、传说、谣言等

研 究 中 负 性 偏 向 存 在 的 原 因 相 同 (Fessler et al., 

2015; Stubbersfield et al., 2017), 这种信息社会传递

中的负性偏向能使人们快速识别和避免潜在威胁, 

适 应 生 存 (Bebbington et al., 2017; Mesoudi & 

Whiten, 2008)。此外, 研究还发现负性偏向更多体

现在第 1 和第 2 代的信息传递中。这启发政府在网

络突发事件舆情应对时, 要变被动为主动, 发挥意

见领袖的作用, 通过发布权威信息阻断不实、歪曲

信息的传递; 信息发布也应及时、公开、透明、清

晰, 重视源头语篇传播的第 1 和第 2 代先机, 少用

含糊表达, 提供细节, 阻断模糊信息向负面转化。 

5.2  网络突发事件中负性偏向研究的意义和局限 

近年来, 网络突发事件作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现

实问题, 成为管理学、信息科学、新闻传播学等诸

多领域的研究热点。本研究立足心理学研究视角, 

构建负性偏向心理机制理论模型, 首次通过实证研

究论证了其在网络突发事件中的产生和发展, 具有

重要理论和方法论意义, 所获结论对于科学应对舆

情危机、建设良好网络生态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探讨网络突发事件中负性偏向的产生和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坏比好更有力”的现象作为

动物和人类共有的心理机制, 是个体与生俱来的一

种进化的信息加工优势, 使人类主动预防和纠正不

良事件的影响, 以更好地适应环境而得以生存(朱

永泽 等, 2014; Baumeister et al., 2001; Rozin & 

Royzman, 2001)。以往心理学领域负性偏向的研究

聚焦于静态的个体心理规律, 将其视为个体认知或

情绪偏差, 或探讨其在注意、记忆等信息加工过程

中的表现; 或分析其在抑郁症、焦虑症等情绪困扰

人群中的作用 (张敏 , 卢家楣 , 2013; 朱永泽  等 , 

2014)。本研究将网络突发事件信息的演化视为同

文化符号的代际传递和短期社会学习相似的文化

进 化 过 程 (Bebbington et al., 2017; Eriksson & 

Coultas, 2014), 证实了负性偏向不仅产生于静态的

信息加工过程, 还产生于动态的信息传递过程, 这

与以往心理学的研究相比是重要理论推进。此外, 

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与网络突发事件相关领域

依据热度、转发等“物理”规律构建的数理模型相比, 

更具情境适应性, 说明了外显行为背后的深层心理

机制, 可为网络突发事件研究中的心理、行为分析

提供理论指导。 

突破网络突发事件研究依赖外在行为指标的

局限, 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以往有关网络突发

事件研究的重点集中于舆情演化规律(叶金珠, 余

廉, 2012), 或利用复杂网络拓扑特性和传播动力学

建模和仿真分析个体间交互特性来探究宏观舆情

演化规律 (陈业华 , 张晓倩 , 2018; 阳长征 , 2020; 

Tadić et al., 2017), 或通过爬取微博等社交网站信

息提取情绪词总结传播特征(毛太田 等, 2019), 这

些研究均基于网民对突发事件的关注、点赞、收藏、

评论、转发、分享等实际数据, 回溯总结已发生过

的事件个案中隐藏的规律, 却无法说明个体对各类

信息的认知加工及网民间信息传递的普遍规律。本

研究立足网络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规律, 依照事件

“酝酿→爆发→蔓延”不同阶段的信息状态归纳本

阶段个体的信息加工规律, 综合采用“源头语篇文

本分析→源头语篇记忆实验→完整语篇传递实验”

的方法, 不仅展示了网络信息从形成到蔓延过程中

的变化, 还刻画了通过个体的加工或传递, 信息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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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表现和过程。上述方法进一步标准化后, 可作

为各领域网络突发事件研究方法的有益补充。 

本研究首次尝试将网络突发事件视为文化进

化的一种特例, 从人类信息加工特点的角度提出并

用实证研究探讨了负性偏向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是

本领域的一种全新尝试, 但也存在如下局限：首先, 

源头语篇的界定和取样。一方面, “源头”具有相对

性, 虽经过严格筛选确认是最早出现于网上的文本, 

但无法保证这是每个网民最早看到的材料。另一方

面, 无法找到严格与网络突发事件源头语篇对照的

语篇, 即“与源头语篇同时产生却未流传开来的语

篇”, 因而只能选择相对中性的语篇作为对照组。其

次, 理论和现实的对应。一是现实网络突发事件的

演化较为复杂, 其爆发和蔓延通常存在一段时间的

酝酿, 然后在某个时间节点突然呈爆炸性增长和蔓

延(Procter et al., 2013), 本研究建立的心理模型尚

无法解释这种关键节点的变化中负性偏向所起的

作用。二是现实网络信息的传播多以转发为主, 而

非转述, 本文传递链实验范式仅反映了信息转述中

的改变过程。三是网络突发事件的酝酿、爆发和蔓

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真实的网络信息传播和网民

对信息的认知加工和研究 2 及 3 的心理学实验还存

在较大差距, 仅靠单一的记忆实验或结构化的案例

无法完全确证负性偏向产生与发展的心理模型。最

后, 本文所提模型及所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仅提供

了一种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尝试, 未来研究应继续立

足网络“突发事件背后的心理机制”这一问题继续

探索更为细化、针对性的心理机制, 采用更多样的

研究方法。 

6  结论 

作为网络突发事件背后的心理机制, 负性偏向

不仅产生于源头语篇信息内容本身, 还产生于个体

信息加工过程中对负性词汇更高的再认正确率和

辨别力, 以及网民间信息传递过程中对负性信息的

选择性传递和对模糊信息的负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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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emergent online event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because of the social transi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In the past, most of the research on emergent online events wer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less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poses that 
negativity bias, a common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in human decision-making,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behind the network emergency and its propag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occurrence and performance of 
negativity bias in emergent online events, three theoretical hypotheses were tested by three stud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theoretical model.  

Study 1 aimed to explore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bias in the source texts of emergent online events. 40 
source texts of emergent online events in the period from 2016 to 2019 were collected through Baidu, Sina, 
Tencent and other major media platforms. The Chinese psychoanalysis System TextMind 3.0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texts. In Study 2, a recognition memory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bias of the source texts of emergent online events. 48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single-factor (word nature: 
positive, neutral and negative) within-subjects experiment. The reading materials used in the experiment are 
from the corpus set up in Study 1. Positive, neutral and negative word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text by online 
word segmentation tool in advance, and the subjects were asked to recall whether the words appeared in the 
article in the subsequent memory experiment. Study 3 aimed to explore the transmission bias in the dynamic 
propagation of emergent online event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participants (Thirty transmission chains) took 
part in the transmission experiment. Word nature was a within-subjects variable,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positive, neutral and negativ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was a between-subjects variable including 
four generations. 

Study 1 indicated that although all negative words did not dominate in the source texts of emergent online 
events, there are more negative words in the source texts of emergent online events than that of hot network 
events. Study 2 showed that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negative word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ositive words 
and neutral words. The analysis based on signal detection theory show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had higher 
discrimination and stricter decision-making criteria for negative words than positive and neutral words. 
Therefore, the negativity bias of the participants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recognize negative words that are not in the text. Study 3 indicated that the survival rate of negative ev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ositive events and neutral events, and that of positive ev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neutral 
events. The probability of negative interpretation of neutral ev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ositive interpretation. 
These results supported the negative advantages in the process of emergency transmission.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occurrence and manifestation of negativity bias, an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function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evolution, during the brewing, breaking out, and 
spreading process of network emergency. That is, the negativity bias did not only originate from the source texts 
of emergent online events but also from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interperson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higher recognition accuracy, higher discrimination, sightly 
tight decision-making criteria for negative words, the higher survival rate of negative events, as well as negative 
resolution of ambiguous events. This research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law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f emergent online events, scientific response to the crisis of public opinion, and innovative 
network governance. 
Key words  emergent online events, negativity bias, memory, transmission chain experiment, cultur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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